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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的事实核查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两项在线问卷调查

■ 闫文捷　 宋　 爽∗∗

　 　 摘要:事实核查是一种新型的新闻形态和实践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迅速,近年来在中国崭露头角。 本文基于两项在线问卷调查数据(Ｎ １ ＝ ５０８,

Ｎ ２ ＝ ９１７),从好感度、熟悉度和使用频率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公众对事实核

查的态度和行为反馈,并尝试从新闻使用与媒介态度层面检视影响其事实

核查观形成的经验条件。 本文认为,中国公众对事实核查持有普遍的积极

态度;使用或回避新闻的倾向以及不同层次的媒介信任不同程度地形塑其

事实核查观。 本文从受众视角呈现了有关事实核查在地化发展的新证据,

为理解中国事实核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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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２１ 世纪初美国三大事实核查机构 ＰｏｌｉｔｉＦａｃｔ、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 和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ｅｒ 相继成立,至此后十余年内事实核查事业在欧美社会快速发展,再

至新冠疫情催生的全球范围内事实核查运动广泛兴起,事实核查作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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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种创新实践,无论是内容边界还是参与者都在不断变化拓展之中。

比如,除传统的事实核查机构以外,以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现为

Ｘ 平台)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逐渐进入这一实践领域,基于用户、专业

核查人员和算法技术的多重组合,以限制虚假信息可见性的方式拱卫网络

空间中公共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Ｃ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作为全球事实核

查浪潮的一部分,事实核查实践近年来日兴于中国。 媒体习惯于将 ２０２１ 年

称为 “中国的事实核查元年”(澎湃新闻,２０２１)。 一时间,以有据核查、澎湃

明查、平台辟谣等为代表的事实核查服务相继涌现。 虽然它们呈现的形式

和侧重的领域各有不同,但均以打击虚假信息、提升公共话语的准确性为

己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究者多秉持一项基本假定,即把事实核查视作一

种在高选择媒体环境下,有望帮助公众辨伪识真、提高公共讨论质量,乃至

重建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的工具,故而研究的重点多落脚于事实核查中的

记者角色(Ｂｒａｎｄｔｚａｅ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和事实核查在打击虚假信息中的有效性

(Ｐｏｒｔｅｒ ＆ Ｗｏｏｄ,２０２１)等方面,而对公众基于自身立场如何理解事实核查,

以及在日常新闻消费中如何运用事实核查却鲜有论述(Ｋｙｒｉａｋｉｄ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了解公众如何认识和评价事实核查,不仅可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拓

宽研究视野,推动研究者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事实核查及其在社会公共生

活中的角色功能,还有望基于对受众观念的呈现,廓清新闻从业者与公众之

间围绕事实核查在认知及期待等层面存在的差异,从而更具针对性地调适

事实核查的新闻实践,提高新闻业的职业权威。 从公众的视角剖析事实核

查,探讨新闻受众如何评价和使用事实核查,正是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 为

此,本文将公众对事实核查的一系列态度和行为反馈统称为“事实核查观”,

通过两项在线问卷调查对其在中国公众中的样貌进行勾勒,并尝试探究影

响这一事实核查观形成的媒介—心理因素。 具体而言,第一项问卷调查侧

重于考察个体的新闻使用偏好、新闻观和媒介信任的影响,第二项调查作为

对第一部分研究结果的补充和细化,通过纳入个体的新闻回避倾向和更为

细致的媒介信任测量,进一步讨论可能影响公众事实核查观的因素。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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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本文旨在展示作为新兴新闻实践的事实核查在中国公众中的接受与

普及程度,并尝试提出中国公众事实核查观的解释框架。

二、事实核查与公众的事实核查观

最初的事实核查作为新闻业内部的操作规范,要求记者在新闻采写编

的过程中交叉检验信源与文本的事实性细节,保证新闻的准确性(虞鑫、陈

昌凤,２０１６)。 有学者从概念指称上将此称为“事实核对”(闫文捷等,２０２２),

以便与当下所探讨的“事实核查”做出区分。 在西方选举现实的推动下,事

实核查实践的重点由对新闻报道事实性内容的核查演变为对政治人物公开

言论的真实性和媒体言论的正当性进行系统评估(Ｗａｌ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专

业事实核查机构旨在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凭借甄别政治话语中的谎言、创立

信息真实性测量工具等手段,发挥政治监督的职能,并通过鼓励质疑,将潜

在的虚假信息的相关事实呈现给公众,推动事实层面的一致理解、完善公共

话语(Ｇｒａｖｅｓ ＆ Ｇｌａｉｓｙｅｒ,２０１２)。 对新闻专业精神的追求往往被视作事实核

查的主要驱动力(Ｇｒａ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随着记者针对政客言论展开核查,并

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公布核查结果,事实核查从新闻业的幕后走向台前,由

此,事实核查新闻(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样式及实

践逐渐兴起。

事实核查发端于美国新闻业,随之得到世界范围内新闻从业者的积极

响应。 在欧洲,继英国第四新闻频道(Ｃｈａｎｎｅｌ ４ Ｎｅｗｓ)率先开通政治事实核

查博客后(Ｇｒａｖｅｓ,２０１６),其他国家纷纷开启了事实核查的实践,并通过建立

联盟推动事实核查建制化。 例如,欧洲事实核查标准网络(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欧洲独立事实核查组织标准准

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该准则由全球 ４０ 多个事实核查组织研究讨论而成,就欧洲事实核查成员的

准入标准、事实核查技术方法论、道德伦理等做出了详细界定 ( ＥＦＣＳＮ,

２０２２)。 而在亚洲,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同时出现了国家和民间的事

实核查网站或服务。 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已有 ６８ 个国家至少建立了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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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核查组织(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美国波因特研究

所(Ｐｏｙｎｔ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创建的冠状病毒事实联盟数据库(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Ｆａｃ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联合了全球范围内百余名事实核查人员,转译有关新冠疫

情的虚假信息和事实,并以 ４０ 多种语言发表其核查的内容。 在新冠大流行

所伴生的“信息疫情”的笼罩下,事实核查再一次被寄予厚望。 联合国曾在

２０２０ 年发起“核实”(Ｖｅｒｉｆｉｅｄ)全球倡议行动,倡导网络意见领袖和媒体组织

发布可信准确的内容,并与社交媒体展开协作,最大限度消除包括虚假信息

在内的有害言论(联合国,２０２０)。 相较以往,当下的事实核查从其所报道的

内容到行动主体和呈现样态都已得到大幅拓展(闫文捷等,２０２２)。 有学者

提出,事实核查已呈现出“驳斥转向”(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ｔｕｒｎ),以此强调它在实践取

向上的兼容并包(Ｇｒａ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

聚焦中国,事实核查实践经过权威媒介体制的重构后,呈现出一些特有

的样貌(Ｌｉｕ ＆ Ｚｈｏｕ,２０２２)。 根据实践主体不同,我国的事实核查大体可以

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专业新闻机构依托固有的媒体资源优势所展开的事实

核查,其中以澎湃新闻旗下专注于国际新闻查验的事实核查栏目“澎湃明

查”最具代表性。 通过将传统新闻报道与核查技术相结合,此类由新闻机构

主导的核查项目致力于建立事实核查报道的专业标准(李智刚,２０２２)。 在

国际新闻的事实核查方面,澎湃明查的公共性和执行性直追国际主流事实

核查机构(陈炜漫等,２０２３)。 第二类事实核查项目主要以志愿协作的形式

发起并运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有据核查”和南京大学的校园媒体

“ＮＪＵ 核真录”。 此类事实核查主要依托前媒体人、高校师生及相关专业领

域的志愿者协作完成,较少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组织运行上的官僚化约束

程度也相对较弱。 但也由于缺乏强制力、核查人员的流动性较大等,其在创

作的稳定性、人员规模及核查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局限(郑佳雯,２０２０)。 最后

一类事实核查由互联网商业平台主导实施。 相比于前两类事实核查实践,

平台类事实核查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如今广为人知的“腾讯较真”和“微

博辟谣”均属于此类范畴。 它们多以辟谣的形式出现,依赖社交媒体等网络

平台发布,同时核查工作的关键执行者亦由记者拓展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平台管理者和普通用户。 核查所针对的议题多集中于食品安全、医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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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社会民生领域(吴涛、张志安,２０２２)。

在以上三类事实核查实践中,由专业新闻机构和志愿协作所驱动的事

实核查通常以培育公共理性(Ｇｒａ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为目标指引,围绕“循证”的

话语逻辑而展开(Ｃｏ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平台主导的“辟谣”查证则旨在保

护公众免受虚假信息荼毒,维护公共健康,无论是内容构成还是呈现形式都

相对更为松散(Ｇｒａｖ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 三者在事实核查的认知和话语等方面

具有鲜明的差异,但同时保有维持公共话语空间信息流通秩序的共同目标,

一道构筑了中国语境下事实核查的传播格局。

在事实核查日盛并被赋予规范化愿景(闫文捷等,２０２２)的当下,中国公

众对这一新闻创新实践持有怎样的态度和接受程度? 事实核查不该只被少

数人调阅,核查行动的目标之一便是让事实在更大范围内抵达更多的公众

(Ａｍａｚｅｅｎ,２０１３)。 然而事实上,公众对于事实核查的熟悉与接受程度并不

高(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早期面向美国公众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于事实核查虽不熟悉,但呈

现出普遍的支持态度(Ｎｙｈａｎ ＆ Ｒｅｉｆｌｅｒ,２０１５)。 后续针对脸书用户对话的分

析表明公众对事实核查的态度处于两极分化状态:一部分用户质疑事实核

查人员的专业性,认为事实核查网站通过歪曲事实加剧了政治选举中的欺

骗和混乱;另一部分用户则认同事实核查网站服务的有效性( Ｂｒａｎｄｔｚａｅ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事实核查在公众中的普及常常面临认知和意识形态层面 “不

对称的阻力” (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首先,那些政治知识储备更丰富以及对

政治更感兴趣的公众对事实核查这种新闻样式可能更为熟悉,也更具好感

(Ｎｙｈａｎ ＆ Ｒｅｉｆｌｅｒ,２０１５)。 其次,在党派分歧严重的政治环境下,公众对事实

核查的态度还可能存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不对称。 有研究显示,近一半的美

国公众认为事实核查人员带有偏见(Ｆｌａｍｉｎｉ,２０１９),而持有这一观念的共和

党人数更是占其总数的 ７０％(Ｗａｌｋｅｒ ＆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２０１９)。

在美国以外,近期一项面向瑞典、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波兰等

六国公众开展的比较研究(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显示,总体而言欧洲公众对于

事实核查的熟悉程度有限,但对其好感度普遍较高。 与此同时,欧洲公众对

事实核查的态度呈现出显著的地区间差异以及党派不对等性:在机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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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普遍更高的瑞典和德国,公众对事实核查的熟悉和接受程度也都更高,

那些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拥护欧盟以及对民主现状更加满意的公众对事

实核查的好感度也更高。

公众对事实核查的熟悉程度及其所持态度,与其直接使用核查服务的

可能性息息相关,在非常不熟悉事实核查的美国公众内部,仅有 １５％左右的

人表示会偶尔访问事实核查网站(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基于焦点小组和

质化访谈,英国的新闻学者同样观察到,英国民众对事实核查的使用在很大

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事实核查对英国公众新闻消费的影响微乎其微

(Ｋｙｒｉａｋｉｄ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随着这种新闻样式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本文认为有必要基于在地化

视角探究推动或限制事实核查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接纳的经验条件。

既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公众事实核查观的经验研究整体上处于空白状

态。 本文透过一项基于 ４４ 名微信用户的小规模访谈研究注意到,微信用户

对于微信内置的事实核查功能并不熟悉,甚至对此并不关心,超过半数受访

者对未来是否会使用事实核查服务的态度不明朗(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鉴于现

有的关于中国公众事实核查观的经验证据十分有限,本文提出第一组研究

问题:

ＲＱ１:中国公众对于事实核查的(ａ)好感度、(ｂ)熟悉度和(ｃ)使用频率

如何?

三、新闻使用与事实核查观

个人的新闻消费构成其事实核查观念和使用行为的重要基础。 一方

面,即便有人很少甚至从未使用过事实核查服务,透过新闻接触到事实核查

的相关提示仍然能够影响其对事实核查的态度。 例如,瑞典和德国公众对

事实核查的熟悉和接受程度显然高于欧洲其他国家,这与当地发达的公共

媒体事业密不可分(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美国公众的事实核查观多体现了新

闻消费的党派逻辑。 对自由派新闻(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ｅｗｓ)更为关注(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以及自认为是自由派的媒介使用者(Ｇｒａｖｅｓ,２０１６)都倾向于更了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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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核查、更频繁地使用核查服务,对事实核查的态度也更加正面。 这与

ＣＮＮ、ＭＳＮＢＣ 等自由派媒体在其报道中频繁引证事实核查的内容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派倾向被控制后,新闻消费对事实核查观的预测力依然

十分显著(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在关注与消费新闻的过程中,人们难免遇到对立的观点与信

息,这可能促使他们采用额外的方式,譬如借助事实核查网站和工具来进一

步确认事实(Ｋｉ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总而言之,由新闻消费带来的偶遇事实核查

内容、深度使用事实核查工具等经历,成为形塑公众事实核查观的重要

条件。

在中国的媒介话语空间内,事实核查虽非主流,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新

闻样态也并非全新的事物。 即使媒体对事实核查的引用具有明显的偶然性

和自发性,日常消费新闻依然从概率上决定了公众有更大可能触及事实核

查的报道(Ｃｈ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并且,事实核查所提供的溯源查验式报道能够

更好地满足公众知情的需求,并向其提供深度了解社会议题和公共生活的

契机,这些都可能驱动公众对事实核查抱持正面的态度与评价。 本文由此

推断,在一般意义上,公众消费新闻越频繁,越有机会接触事实核查新闻,这

也为其对事实核查形成正面的态度和评价奠定了基础。 鉴于频繁关注和消

费新闻是个体具有较强新闻偏好的表现,本文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公众对新闻的偏好与事实核查观显著正相关。 具体表现为:公众的

新闻偏好越强,对事实核查的(ａ)好感度和(ｂ)熟悉度越高,同时(ｃ)越频繁

使用事实核查网站。 (研究一)

在强调个体新闻偏好的同时,本文注意到数字新闻业的发展让新闻变

得唾手可得,但公众与新闻之间的黏性却并未由此增强,而是出现了公众对

新闻无意或有意的不关心甚至回避新闻的趋向( Ｓｋｏｖｓｇａａｒｄ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２０)。 新闻回避的出现与媒介信息环境和个体偏好均有关联。 一方面,高

选择媒介环境加剧了新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新闻认知向扫读(ｓｃａｎｎｉｎｇ)方

式倾斜(Ｐａｎｅｋ,２０１６),新闻回避渐成常态(Ｋａｒｌｓｅｎ,２０２０);另一方面,无处不

在的新闻远远超出常人的信息认知和处理能力,由此产生的感知过载促使

人们逃离新闻(Ｐａｒｋ,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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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研究者不同程度地表露出他们的隐忧:回避新闻可能侵蚀公民建

立共识的机会。 新闻业的使命之一是培育知情的公众,人们正是透过新闻

得以了解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 不接触新闻便意味着人们很难就公共话题

展开理性的讨论并达成事实层面的共识(Ｇｏｙａｎ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 沿着这样的

思路,如果公众不关注新闻,便不易对信息的真假产生怀疑,也便因此缺少

了主动接触事实核查的动机。 在缺乏对事实核查表现与实践的直观感受的

前提下,很难想象公众会对其形成支持性的态度。 基于以上逻辑推理,本文

提出第二组研究假设:

Ｈ２:公众对新闻的回避与事实核查观显著负相关。 具体表现为:公众越

回避新闻,对事实核查的(ａ)好感度和(ｂ)熟悉度越低,同时(ｃ)越少使用事

实核查网站。 (研究二)

四、媒介态度与事实核查观

公众的事实核查观除了受到其新闻使用的影响之外,还有赖于他们对

媒介所持有的一般性态度(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媒介态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概念范畴,常见于文献中的指标变量包括个体的媒介信任程度、对媒体质量

的评价以及对媒体功能的评价等。 本文参考德国传播学者法兹( Ｆａｗｚｉ,

２０１９)的概念化方式,从朴素媒介观与媒介信任两个维度考察公众对媒体的

态度及其对事实核查观的影响。

朴素媒介观占据个体评价媒介的重要部分。 这个概念假定公众对于大

众传媒的组织形式、报道内容、受众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均有大致的了解,由

此对媒体形成规范性预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记者角色、媒体报道和媒体机

构做出评价(Ｆａｗｚｉ,２０１９)。 简言之,朴素媒介观体现了个体对于媒体表现的

多重评价,观念越“朴素”意味着人们对媒体的评价越为负面。 现实中,新闻

媒体可能因传播假新闻、与政治精英交往过密或者报道内容背离现实等问

题而受到社会批评(Ｔｓｆ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削弱公众对于媒体表现的评价。

媒体表现与公众对事实核查的看法密切相关。 当新闻报道充满谎言或

偏见,新闻媒体难以承担提供真实信息、监督社会的责任时,公众对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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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失望可促使公众转向事实核查。 事实核查以守卫真相为核心追求,通

过直观展现科学数据和核查的逻辑及过程,显著提升了事实报道和呈现的

透明度(Ｈｕｍｐｒｅｃｈｔ,２０２０),在直接回应模糊不定的原始新闻内容的基础上,

帮助公众形成知情的判断。 因此,面对持有较强的朴素媒介观的公众,事实

核查有望凭借公开、科学的方式帮助公众寻获真相,弥补原始新闻报道的失

职,重建公众对媒体的积极评价。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３:公众的朴素媒介观与事实核查观显著正相关。 具体表现为:公众的

朴素媒介观越强(即对媒体的评价越为负面),对事实核查的( ａ)好感度和

(ｂ)熟悉度越高,同时(ｃ)越频繁使用事实核查网站。 (研究一)

朴素媒介观体现的是公众对媒体表现的整体评价。 以此为前提,公众

可能对不同的媒体平台或内容形成差异化的感知与信任。 官方媒体、机构

媒体与网络平台媒体是我国媒介传播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 官方媒体主要

由我国各级政府主办,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进行公共沟通的权威渠道。

官方媒体的新闻生产遵循严格的流程,旨在通过事实核查、编辑审核、政府

管理等步骤和手段确保公信力(Ｗａｎｇ ＆ Ｍａｒｋ,２０１３)。 可以说,我国公众对

官方媒体表现出的普遍的高信任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官方媒体事实核

查品质的信任。

在官方媒体以外,专业的机构媒体旨在凭借报道内容与报道形式方面

的持续创新,赢取公众的信任(Ｘｉｅ ＆ Ｚｈａｏ,２０１４)。 商业导向的网络平台媒

体则聚合了多方新闻内容,通过强化社交属性、个性定制等方式向用户推送

新闻,以此提升用户的新闻接近性(白红义,２０１８);但也由于内部审核不力、

利益驱使等原因,虚假内容在网络平台媒体经常出现(倪天昌等,２０２２),由

此危及平台可信度。 不同面向的媒介信任对公众事实核查观的影响存在不

同的角度和可能,为此本文提出第二组研究问题:

ＲＱ２:公众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即官方媒体、机构媒体和网络平台媒体)

及其报道内容的信任水平与其事实核查观具有怎样的关联? (研究一、研

究二)

９１１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风险传播与治理

五、研究方法

(一)抽样与样本构成

本文中的两项调查分别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和 ８ 月,通过网络调查公司极术

云的在线数据收集平台完成。 调查参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

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中国网民的性别和

年龄进行配额抽样。 在剔除无效和低质样本(如填答时间过短、未通过注意

力检测)后,最终研究一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８ 份,研究二收回有效问卷 ９１７ 份。

附表对比显示了两项研究中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两份样本整体上的多样性

有助于反映总体的异质性,进而提升本文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

事实核查观。 作为本文的核心变量,在参考既有文献中相关测量的基

础上(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事实核查观具体包括受访者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

熟悉度和使用频率个三方面。

本文通过两个问题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事实核查准确度的看法及整体的

好感度:“总的来说,您认为事实核查人员能够弄清事实,还是说他们的报道

往往不准确?”(０＝常常不准确,１ ＝能弄清事实)、“总的来说,您对事实核查

的总体看法是好是坏?”(１＝非常不好,７＝非常好)。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个

题项高度相关(研究一:ｒ ＝ ０.４６, ｐ <.０１;研究二:ｒ ＝ ０.３３, ｐ <.０１),本文将

二者取值转换到 ０－１ 值域范围内后取均值,创建了事实核查好感度的综合

指数(Ｍ ＝ ０.６２,ＳＤ ＝ ０.３１)。

事实核查熟悉度。 本文采用 ７ 点量表(１ ＝非常不熟悉,７ ＝非常熟悉),

询问受访者以下问题:“您对事实核查有多熟悉?”(Ｍ ＝ ４.０６,ＳＤ ＝ １.５５)。

事实核查使用频率。 受访者采用 ７ 点量表(０ ＝从不,６ ＝经常),回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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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您多久访问一次事实核查网站(如澎湃明查、腾讯较真等),以了解

关心的新闻消息是否准确?”(Ｍ ＝ ４.０９,ＳＤ ＝ １.５４)。

２.自变量

本文从新闻使用和媒介态度两个方面考察影响中国公众事实核查观的

潜在因素。 具体来看,新闻使用包括受访者对新闻的偏好与回避程度,媒介

态度则表现为公众对媒体所持有的朴素媒介观和信任水平。 这四个概念在

研究一和研究二中各有侧重,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测量。

新闻偏好。 研究一借鉴既有文献中的测量方式 ( Ｈａｍｅｌｅ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采用 ７ 点量表(１＝非常不同意,７ ＝非常同意),针对个体的新闻使用

情况,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说法:“我不想错过重要的新闻”

“我喜欢复杂的新闻故事,即使它需要全神贯注才能理解”“我每天都会关注

当日新闻”。 三个题项的均值构成了新闻偏好指数,数值越高说明受访者的

新闻偏好越强(Ｍ ＝ ４.７５,ＳＤ ＝ １.１７,α＝ ０.７３)。

新闻回避。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研究二从新闻回避的角度测量了受访

者的新闻使用特征。 受访者采用 ７ 点量表(１＝非常不同意,７ ＝非常同意)表

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当谈到国际新闻信息,有时无知才是幸福的”

“当国际新闻信息出现时,我会故意转移视线” “我会故意忽略国际新闻信

息”等六项陈述。 六个题项取均值构成新闻回避指数,数值越高说明新闻回

避的趋向越强(Ｍ ＝ ３.２０,ＳＤ ＝ １.２０,α＝ ０.７２)。

朴素媒介观。 研究一参考法兹(Ｆａｗｚｉ,２０１９)的测量方式,以 ７ 点量表(１

＝非常不同意,７＝非常同意)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关于我国媒体表

现的七项表述,例如“媒体常常对公众隐瞒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 “在中国,

所有媒体的报道都一样”“媒体报道无非是在支持政治或资本力量”等。 七

个题项的均值构成整体的朴素媒介观,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媒体的综合

评价越负面(Ｍ ＝ ４.４７,ＳＤ ＝ １.０８,α＝ ０.７６)。

媒介信任。 研究一和研究二以不同方式对媒介信任做出了测量。 研究

一侧重于受访者对具体的新闻平台或机构的信任程度。 具体而言,受访者

运用 ７ 点量表(１＝可信度极低,７＝可信度极高,９９ ＝不知道)对新浪微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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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百度、今日头条、果壳网和知乎等六家平台媒体(Ｍ ＝ ５.０４,ＳＤ ＝ ０.９３,α＝

０.７４)和澎湃新闻、新京报、环球时报、观察者网、南风窗等 ５ 家机构媒体

(Ｍ ＝ ５.１８,ＳＤ ＝ ０.７６,α＝ ０.５６)的可信度做出评价。

有别于研究一,研究二参考现有中文文献中有关媒介类别的划分方式

(马得勇、黄敏璇,２０２３),着重考察受访者对不同类型媒体上新闻报道内容

的信任水平。 受访者通过 ７ 点量表(１＝可信度极低,７ ＝可信度极高)分别对

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报道;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

闻节目、政务类门户网站、政务类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新闻) ( Ｍ ＝

４.９６,ＳＤ ＝ １.４６,α＝ ０.７２)和非官方的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新闻、论坛或网

站的时政帖子)(Ｍ ＝ ４.０９,ＳＤ ＝ １.４５,ｒ ＝ ０.４３,ｐ <.００１)所发布的报道和信

息内容做出可信度评价。

３.控制变量

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纳入了一系列政治心理和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控

制变量。 政治心理变量在研究一中体现为受访者的国际政治知识水平

(Ｍ ＝ ２.６６,ＳＤ ＝ １.３８)和分析性思维(Ｍ ＝ ３.８５,ＳＤ ＝ １.９２),在研究二中包

括对各类媒体的权威信任(Ｍ ＝ ４.５１,ＳＤ ＝ １.１９,α＝ ０.８５)和对系统正当性的

认同程度(Ｍ ＝ ３.９０,ＳＤ ＝ １.４６,α＝ ０.７５)。 两项研究中分别控制了受访者的

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月收入、是否有工作和政治面貌六项社会人口

学特征。

(三)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从公众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熟悉度和使用频率

方面考察其事实核查观,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影响其事实核查观的媒介—心

理因素。 为此,本文首先就受访者的事实核查观展开描述性分析,进而针对

这一概念的三个面向分别估测一组 ＯＬＳ 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检验可能在现

实中推动或限制事实核查观发展的经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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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回应 ＲＱ１ 有关中国公众事实核查观的整体状况,两项调查结果所展现

的受访者对于事实核查的态度与行为反馈相差不大。 如图 １ 所示,首先,受

访者对事实核查具有普遍的好感,两项研究中的好感度均值分别达 ０. ６２

( ＳＤ ＝ ０.３１)和 ０.６８( ＳＤ ＝ ０.３１),显著高于量表中位数[研究一: ｔ (５０７)＝

８.５８, ｐ <.００１;研究二:ｔ (８９１)＝ １７.７８, ｐ <.００１]。 其次,受访者对事实核查

的熟悉度居于中间水平,与量表的中位数持平[研究一: Ｍ ＝ ４. ０６, ＳＤ ＝

１.５５,ｔ (５０７)＝ ０.８９, ｐ ＝ ０.３７;研究二:Ｍ ＝ ４.０２,ＳＤ ＝ １.６３,ｔ (９１６)＝ ０.３７,

ｐ ＝ ０.７２]。 最后,受访者使用事实核查网站的频率也基本处于中间水平,未

显著有别于量表的中位数[研究一:Ｍ ＝ ４.０９,ＳＤ ＝ １.５４,ｔ (５０７)＝ １.３６, ｐ ＝

０.１８;研究二:Ｍ ＝ ４.１０,ＳＤ ＝ １.８６,ｔ (９１６)＝ １.６０, ｐ ＝ ０.１１]。

图 １　 公众事实核查观的均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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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公众事实核查观的媒介—心理因素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转入对公众事实核查观的影响因素

的考察。 反映事实核查观的三个面向,即人们对事实核查实践的好感度、熟

悉度和使用频率,表 １ 呈现了三组共六个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每一组模型

对应事实核查观的一个维度,每一组下面的两个模型则分别呼应研究一和

研究二的样本。 各个模型中的“媒介—心理因素”是解读结果时重点关注的

内容。 从数据的总体拟合程度来看,六个模型中的自变量组合能够解释事

实核查观不同面向中 ９％—２４％的差异,显示出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 １　 预测媒介—心理因素对公众事实核查观的 ＯＬＳ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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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Ｎ１ ＝ ５０３,Ｎ２ ＝ ８７８,表格内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ｐ <.０５,∗∗ ｐ <.０１,
∗∗∗ ｐ <.００１。 　

表 １ 中前两列有关事实核查好感度的分析结果(模型 １ 和模型 ２)显示,

受访者的新闻使用行为在此具有显著影响。 新闻偏好越强的受访者对事实

核查的好感度越高(研究一,Ｂ ＝ ０.０８,ｐ <.００１),相反,倾向于回避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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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则明显较低(研究二,Ｂ ＝ －０.０４,ｐ <.００１)。 Ｈ１ａ

和 Ｈ２ａ 分别被支持。

在媒介态度方面,研究一数据显示,朴素媒介观( Ｂ ＝ ０.０３,ｎｓ )和平台

媒体信任(Ｂ ＝ －０.０２,ｎｓ )均未与公众对事实核查的态度呈现显著关联,而

对机构媒体具有较高信任水平(Ｂ ＝ ０.０７,ｐ <.０１)的受访者对事实核查的好

感度更高。 研究二的数据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结果:对官方媒体发布的新闻

更信赖(Ｂ ＝ ０.０５,ｐ <.００１),同时对非官方的网络媒体新闻信任度较低的受

访者对事实核查与实践都更倾向于做出积极的评价( Ｂ ＝ －０.０２,ｐ <.０５)。

综合以上结果,Ｈ３ａ 不成立,ＲＱ２ 得到初步回应。

在所有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中,受教育程度是唯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

(Ｂ 分别为 ０.０３ 和 ０.０２, 均为ｐ <.０５)。 国际政治知识(研究一,Ｂ ＝ ０.０３,

ｐ <.０５)以及权威信任(Ｂ ＝ ０.０４,ｐ <.００１)各自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事实核查

的好感度。

对公众就事实核查熟悉度的分析如表 １ 中间两组回归模型(模型 ３ 和

模型 ４)所示,印证 Ｈ１ｂ,受访者的新闻偏好对其事实核查熟悉度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研究一,Ｂ ＝ ０.３２,ｐ <.００１),新闻回避虽然在方向上预示着受访

者可能对事实核查更为陌生,但这一结果未达到统计显著的水平(Ｂ ＝ －０.０６,

ｎｓ ),Ｈ２ｂ 未成立。

媒介态度对事实核查熟悉度的影响几乎与其对好感度的预测力呈现出

完全相反的趋向。 一方面,受访者的朴素媒介观未能显著影响其对事实核

查的熟悉度(研究一,Ｂ ＝ ０.０３,ｎｓ ),Ｈ３ｂ 不成立。 另一方面,受访者对平台

媒体的信任(研究一,Ｂ ＝ ０.３７,ｐ <.００１)及其对非官方的网络媒体新闻的信

任水平(研究二,Ｂ ＝ ０.１６,ｐ <.００１)显然对其了解事实核查具有更为积极正

面的影响,ＲＱ２ 得到进一步回应。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影响方面,年龄与事实核查的熟悉度呈负相关

(Ｂ ＝ －０.０３,ｐ <.００１),而受教育程度在两项研究中呈现出相反方向的预测

力(Ｂ 分别为－０.４２ 和 ０.２０,均为ｐ <.００１)。

最后,事实核查观的第三个方面涉及公众对事实核查的行为反馈,即使

用频率。 表 １ 最后两组回归模型报告了相关的分析结果(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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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对新闻的偏好和回避倾向再次显示出强劲的影响力:新闻偏好

整体越强(研究一,Ｂ ＝０.２１,ｐ <.０１)、新闻回避整体越弱(研究二,Ｂ ＝ －０.１６,

ｐ <.０１)的人越可能更加频繁地使用事实核查服务。 Ｈ１ｃ 和 Ｈ２ｃ 分别获得支

持。 虽然个体的朴素媒介观对其事实核查的使用行为依旧不具有显著影响

力(研究一,Ｂ ＝ －０.０３,ｎｓ ),Ｈ３ｃ 未成立,但公众对不同类型媒体及其内容

的信任呈现出类似于对事实核查熟悉度的预测力。 对平台媒体(研究一,Ｂ
＝ ０.３８,ｐ <.００１)和网络媒体新闻(研究二,Ｂ ＝ ０.１７,ｐ <.００１)信任水平更高

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频繁使用事实核查网站。

七、结论与讨论

虚假信息并非新鲜事物,却在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呈现出泛滥的趋势。

当新闻信息越是庞杂、公共话语质量遭遇危机之时,公众对事实真相的需求

便越发迫切,作为制衡虚假信息手段的事实核查应运而生。 如果说事实核

查是新闻业用以应对数字化浪潮冲击所尝试的新闻创新,体现了新闻工作

者对于专业精神的固守和捍卫,那么公众对事实核查的态度和行动反馈则

预示着它在现实中的实践潜能。 本文基于两项在线问卷调查,旨在描摹中

国公众的事实核查观,并尝试从新闻使用和媒介态度等媒介—心理因素角

度就这一观念的形成做出解释和预测。

本文首先观察到,两项研究中公众对事实核查抱有普遍的好感

(ＲＱ１ａ)。 这或许跟事实核查进入中国后体现出的本土化特征有关。 首先,

平台主导的事实核查服务在我国存续的时间较长,基本可以实现规律性、持

续性的内容更新。 核查主要围绕健康、科学和民生等软性社会领域展开,成

为公众实现健康决策、放松消遣和科学素养累积的重要资源(Ｌｉｕ ＆ Ｚｈｏｕ,

２０２２)。 其次,平台主导的事实核查主要以“辟谣”的形式出现,相较于核查

的过程,更强调对虚假内容简明的断定和有力的驳斥,这对面对网络信息过

载的普通大众而言,是更为经济友好的呈现形式。 当然本文无法排除受访

者受社会期望(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驱动而对事实核查的理念目标与预期效

用做出积极评价的可能(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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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事实核查持有好感并不意味着公众必然熟悉或者频繁使用事实

核查(ＲＱ１ｂ 和 ＲＱ１ｃ)。 相关分析显示,好感度与熟悉度及使用频率之间的

相关系数并不高,而后两者之间达到中度相关的水平(研究一:ｒ ＝ .６２, ｐ <.０１;

研究二:ｒ ＝ .５６, ｐ <.０１)。 可以说公众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多建立在其对这

一公共服务的工具性期待的基础上,熟悉度和使用频率则更为直接地关乎

其使用事实核查的现实经历,反映出公众对事实核查更实际的接受程度。

我们乐见公众对事实核查实践的肯定与接纳,但三者不对等的分布亦说明

中国公众的事实核查观仍处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闫文捷等,２０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核查的在地化过程面临着如何有效吸纳并转化新闻专

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规范的挑战。 以辟谣式核查为例,它在突出强调结论

的同时,或将以牺牲事实核查的专业性规范为代价,譬如忽略提供声言信

源、较少使用数据和叙事证据,以及在缺少充分实证的前提下断言论断结果

等(Ｌｉｕ ＆ Ｚｈｏｕ,２０２２)。 虽然本文未在问卷中要求受访者就不同类型的事实

核查予以单独评价,但从整体结果来看,公众似乎并未对事实核查中可能存

在的非专业化实践有足够的警惕。 长期来看,这可能并不利于“基于事实与

逻辑以求证真相”的慎思公众的形成,也因此或将削弱公众以公民个人身份

进入事实核查领域的潜能。

更进一步,本文观察到个体的新闻偏好对其事实核查好感度、熟悉度和

使用频率具有稳定、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１ａ－Ｈ１ｃ)。 与之对应,新闻回避不利

于人们对事实核查好感度的养成和使用(Ｈ２ａ、Ｈ２ｃ),虽也可能妨碍公众了

解事实核查,但这一负面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Ｈ２ｂ)。 无论是出于对特定事

实核查新闻的接触,还是基于其他新闻对事实核查内容的援引,对新闻的关

注有助于公众澄清周边的信息环境,消除潜在的错误观念并保持与外部世

界的联结。 在这个意义上,接触并使用新闻构成知情的民意和社会共识的

基本要件。 相反,新闻回避实实在在地阻碍了公众理解和接触事实核查,由

此引发错误观念弥散,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个体或将被社会抛弃(周

睿鸣、刘于思,２０１７)。

最后,关于媒介态度的影响,一方面,朴素媒介观对公众的事实核查观

基本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效果(Ｈ３ａ－Ｈ３ｃ)。 公众在现实中从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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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感到不满,进而转化为借助基于科学论证的事实核查以寻获事实性信

息,尚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机制性障碍。 另一方面,机构媒体和官方媒体

新闻的社会信任水平与公众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之间的正向关联,以及平

台媒体信任与网络媒体新闻信任与熟悉度和使用频率之间普遍的正向关联

(ＲＱ２),再次印证了媒体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关联锚定了公众对媒介

类型及其呈现内容的基本评价。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机构媒体和官方媒体

基于自身权威有助于公众对事实核查做出积极评价的同时,网络媒体平台

和信息内容公信力的提升同样可能加强公众对事实核查的了解和使用。 这

与前文述及的由平台主导的辟谣式核查更常见于我国的媒介话语,及其重

结论而轻论证的话语形态对用户更友好均不无关联。 网络平台在推广普及

事实核查,并使其由小众新闻形态进入主流视野方面所具有的潜能,值得事

实核查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

本文在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的发现虽不是解读的重点,但依旧可能为

研究者带来一些启示。 既有研究表明,男性、高收入群体通常会更频繁地使

用包括专业事实核查网站在内的诸多方式来验证信息(Ｃｈ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但

性别在本文的结果中始终未显示出对事实核查观具有任何显著影响,收入

的预测力也仅仅体现在熟悉度一个方面。 反而是受教育程度对好感度、熟

悉度与使用频率呈现出稳定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力的方向性

并不稳定,仍待后续研究加以验证。 另外,党员对事实核查的熟悉度、使用

频率都较高,显示出政治面貌在中国场景下作为事实核查观预测指标的可

能性。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无疑存在研究局限。 首先,本文对事实核查

的类型未做出明确区分,所尝试解答的问题也尚未触及这个层面。 “核查”

和“辟谣”构成中国语境下事实核查新闻的两套并行路径(闫文捷等,２０２３),遵

循着不同的设计方案和实践逻辑。 专业事实核查的落脚点在于通过确证公

共信息的事实性涵化知情公众、培育社会范围内的理性精神;辟谣式的核查

以假定“谣言”存在危害为基本前提,视公众为虚假信息的被动受害者与潜

在传播者。 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运行逻辑如何影响这两类事实核查在中国公

众中的认知和接纳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需要研究者在后续研究中予以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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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当然,探究这些差异并非将不同类别的事实核查活动完全剥离,进而

区别待之,而是希望从受众的视角详细检视事实核查存在的现实状况,助力

专业媒体与网络平台各施所长,并为双方在未来的事实核查实践中展开协

作提供公意基础。 融入比较的视野也将有助于研究者拓宽审视公众事实核

查观的思路。 事实核查在中国发展至今,已经体现出些许有别于其在欧美

社会发展轨迹的差异。 例如,事实核查在欧洲的开启时间先于中国,但西班

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公众对其熟悉程度似乎并未明显高于中国公众

(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这看似令人困惑,但类似的问题指向了理解不同媒介

体制和社会情境下,公众在事实核查观及其形成的经验条件等方面存在的

差异之重要性。 这些问题也为具体探究和展望事实核查在中国的前景提供

了思考的方向。

附表　 研究一与研究二的样本描述统计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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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２０２１.１１６ 天,澎湃明查的全球事实核查实践[ＥＢ / ＯＬ].ｈｔｔｐｓ: / / ｍ.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

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６０９３９９０.

吴涛,张志安,２０２２.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事实核查及对新闻真实观的影响[Ｊ].新闻与写作,

(７):３７－４５.

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２０２２.从“核查什么”到“谁来核查”: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及其规范

性愿景[Ｊ].全球传媒学刊,９(３):１５６－１７４.

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２０２３.事实核查:专业新闻生产者可为的创新实践———一项在线实

验的启示[Ｊ].新闻记者,(２):４６－５９.

虞鑫,陈昌凤,２０１６.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逻辑与效果困境[Ｊ].新闻大学,(４):２７－

３３,６６,１４９.　

郑佳雯,２０２０.开放的探索:事实核查实践与公共生活的相互依存———以“ＮＪＵ 核真录”为例

[Ｊ].新闻记者,(８):２０－３１.

周睿鸣,刘于思,２０１７.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 ———“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

果与未来[Ｊ].新闻记者,(１):３６－４４.

ＡＭＡＺＥＥＮ Ｍ Ａ,２０１３.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２[ＥＢ /

ＯＬ].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ｒｇ / 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ｍａｋｉｎｇ－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ＢＲＡＮＤＴＺＡＥＧ Ｐ Ｂ , ＦØＬＳＴＡＤ Ａ , ＤＯＭÍＮＧＵＥＺ Ｍ Á Ｃ,２０１８. Ｈｏ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２(９):１１０９－１１２９.

ＣＨＩＡ Ｓ Ｃ, ＬＵ Ｆ,ＧＵＮＴＨＥＲ Ａ Ｃ,２０２２.Ｗｈｏ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

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４０１６１２２２１１４２４３９.

ＣＯ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Ｍ, ＭＯＬＹＮＥＵＸ Ｌ,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Ｒ Ｇ,２０１４.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ｈｏ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ｕｓｅ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ｏｒ ｎｏｔ)[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４): ３９１－４０９.

ＣＯＴＴＥＲ Ｋ,ＤＥＣＯＯＫ Ｊ Ｒ, ＫＡＮＴＨＡＷＡＬＡ Ｓ,２０２２.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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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ｄｅ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ｔｈ[Ｊ].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１):１－１３.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Ｔ,ＭＡＲＫ,Ｓ,ＪＯＥＬ Ｌ,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２１０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ｅｒｓ ｉｎ ６８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ａｙｓ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ｌａｂ[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ｏｙ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 ２０１９/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２１０－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ｅｒｓ－ｉｎ－６８－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ａｙｓ－ｔｈｅ－ｄｕｋ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ｌａｂ / .　

ＥＦＣＳＮ,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ａｃｔ －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ｈｔｔｐｓ: / / ｅｆｃｓｎ.ｃｏｍ / ｃｏｄ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

ＦＡＷＺＩ Ｎ,２０１９. Ｕｎ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ｏｗ 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ｓｈａｐｅｓ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ｓ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４(２):１４６－１６４.

ＦＬＡＭＩＮＩ Ｄ,２０１９.Ｍｏ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ｏｙ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ｉｆｃｎ / ２０１９/ ｍｏｓ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ｄｏｎｔ－ｔｒｕｓｔ－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ｅｒｓ－ａｎｄ－ｍｏ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ｄｏｎｔ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 .　

ＨＡＭＥＬＥＥＲＳ Ｍ, ＢＯＳ Ｌ,ＤＥ ＶＲＥＥＳＥ Ｃ Ｈ,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 Ｊ].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

(４):４８１－５０４.

ＨＵＭＰＲＥＣＨＴ Ｅ,２０２０ 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ｄｅｂｕｎｋ “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ｓ[Ｊ].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８(３):３１０－３２７.

ＧＯＹＡＮＥＳ Ｍ, ＡＲＤÈＶＯＬ－ＡＢＲＥＵ Ａ,ＧＩＬ ＤＥ Ｚ 'Ｕ �ＮＩＧＡ Ｈ,２０２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ａｖｏｉｄ-

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ｎｅｗｓ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ｆｉｎｄｓ ｍ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１１(１):１－１８.

ＧＲＡＶＥＳ Ｌ,２０１６. 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ｗｈａｔ’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ＲＡＶＥＳ Ｌ, ＢÉＬＡＩＲ－ＧＡＧＮＯＮ Ｖ,ＬＡＲＳＥＮ Ｒ,２０２３.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１－２０.

ＧＲＡＶＥＳ Ｌ, ＣＨＥＲＵＢＩＮＩ 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ｆａｃｔ －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ｕｔｅ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 ａｃ. ｕｋ /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 Ｔｈｅ％

２５２０Ｒｉｓｅ％２５２０ｏｆ％２５２０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２５２０Ｓｉｔｅｓ％２５２０ｉｎ％２５２０Ｅｕｒｏｐｅ.ｐｄｆ.

ＧＲＡＶＥＳ Ｌ,ＧＬＡＩＳＹＥＲ Ｔ,２０１２.Ｔｈｅ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ＥＢ / ＯＬ].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ｒｅ.ａｃ.ｕｋ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ｐｄｆ / ７１３６２００８.ｐｄｆ.

ＧＲＡＶＥＳ Ｌ, ＮＹＨＡＮ Ｂ, ＲＥＩＦＬＥＲ Ｊ,２０１６.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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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６(１): １０２－１３８.

ＫＡＲＬＳＥＮ Ｒ, ＢＥＹＥＲ Ａ, ＳＴＥＥＮ－ＪＯＨＮＳＥＮ Ｋ,２０２０. Ｄｏ ｈｉｇｈ－ｃｈｏｉ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ｎｅｗｓ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６[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６４(５):７９４－８１４.

ＫＹＲＩＡＫＩＤＯＵ Ｍ, ＣＵＳＨＩＯＮ Ｓ, ＨＵＧＨＥＳ Ｃ,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１７.

ＫＩＭ Ｂ, ＣＯＯＫＳ Ｅ,ＫＩＭ Ｙ,２０２１.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ｎｅｗｓ ｕ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ｏｎ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ｖｉａ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Ｊ].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４６(５):９２０－９３６.

ＬＩＵ Ｙ, ＺＨＯＵ Ｒ, ２０２２. “ Ｌｅｔ’ ｓ ｃｈｅｃｋ ｉ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ａｃｔ －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４２９３－４３１５.

ＬＵ, Ｚ, ＪＩＡＮＧ Ｙ, ＬＵ Ｃ,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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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ｔｒｅｎｄ,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ｗ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Ｎ １ ＝ ５０８, Ｎ ２

＝ ９１７),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ｃ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ｖ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ｓ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ｃｈ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ｎｅｗ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ｉｅｗｓ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ｕｓｅ ｏｒ ａｖｏｉｄ

ｎｅｗ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ｒｕｓｔ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ｅ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

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ａｃｔ －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Ｎｅｗｓ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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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ｃ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ａｎ Ｙｕｎ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Ｎ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ｙ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９９５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３) Ｆａｃ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Ｆａｃ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ｕ Ｔｉａｎｍｉｎ,Ｌｉｎ 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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